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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都市娱乐文化与都市文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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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中国古代都市文体发展和成型的关键时期，唐代都市的娱乐文化则是推动都市文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乐舞歌唱经历了从宫廷走向民间，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转变，使得乐舞歌辞逐渐普及并深入人心。唐代都市娱乐文化对都市文体的确立，对晚唐词风的形成，对唐传奇的繁荣，对词与传奇创作的推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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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唐代是极其开放的。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唐代的都市。“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①许多国家和地区与唐王朝有着政治上的往来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归附唐朝并迁居内地，许多国家的商人、学者涌入大唐，有的则长期定居下来，繁荣的经济为唐代都市娱乐活动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基础，为多种文化的并存与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顺应这一社会环境与需求，以娱乐抒情为主要社会功能的都市文体，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一  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开放的社会使各种文化在唐代得到很好的融合和交流，各种宗教、哲学都在唐代得到包容，拥有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娱乐活动亦是如此。唐代的统治者极其重视娱乐生活，“不仅在政治上了解除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文娱生活的禁锢，而且皇帝的亲自参与亦推进了群众性文娱生活的发展。”[1]同时，在城市中，专门的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唐代是中古时期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国各地佛寺、道观林立，庙会和戏场作为一种专门的娱乐场所迅速的发展和成熟起来。”[2]长安城中还出现了专供娱乐的场所瓦肆。这是“民众对休闲娱乐生活需求的一种必然结果”，[3]由此可知，唐代城市的娱乐文化的繁荣状况非往昔可比。无论是本国自产，还是域外相传，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唐本土的娱乐文化而言，在继承前代固有的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除了乐舞唱和、戏剧、说唱这类与文学联系极为紧密的娱乐形式之外，唐人还热衷于郊游、赏花、杂技、击鞠、角抵、拔河、射箭、钓鱼、荡秋千等娱乐活动，如太宗常与僚臣在宫中对弈，一次，吏部尚书唐俭因与太宗下棋时“争道，上大怒，出为潭州。”[4]长安城内还举行过一些国际性的围棋友好比赛，“大中八年，日本国派遣善围棋的王子出使长安，宣宗就命围棋国手顾师言与其对弈。” [5]玄宗时还曾举行过多达千余人的拔河比赛，“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看，莫不震骇” [6]中宗时“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 [7]长安的宫苑地区修了很多皇家毬场。由于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外族人民的涌入，开放的国际交流，使异邦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逐渐传入中国，随着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被捆缚了近千年的人们的内心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并与之共舞。繁荣的经济为人们追求娱乐享受解决了后顾之忧，城市的发展、人口的集中更加便利了人们集体追求娱乐享受，也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如波罗球、泼寒胡戏、踢毯戏等等，西域的乐器，如曲项琵琶、龟兹琵琶等都为唐代市民所喜爱。唐代的公众性娱乐也得以飞速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大规模扩建营修曲江池，每逢中和(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和重阳(九月九日)，“倾动皇城，以为盛观”，之后修建的杏园、乐游园、昆明池、定昆池等都是唐代市民在娱乐享受中的更高追求。
以上是对于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简要概括，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唐代娱乐文化中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形式变化最大且对文学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乐舞歌唱活动，它贯穿于大部分娱乐活动的始终，无论是郊游、赏花，还是集会、竞赛；无论是严肃的祭祀、寿筵，还是简单的自娱自乐，处处都可以看到它充满生机的身影，清唱自娱是广大民众歌唱艺术消费的普遍形式,他们随时随地清唱歌曲以自娱自乐，“帝王将相、宫廷妃嫔、文人士大夫歌唱艺术消费的最主要去处是宴饮、郊游之类的娱乐活动场所。宴饮娱乐在唐代社会蔚然成风,初、盛唐时期酒筵中已有相当数量的歌舞妓乐,到了中唐,酒筵歌舞更是空前繁盛,无论大都会,还是小城市;无论是宫廷、地方官府设宴,还是文人、士大夫的家庭开筵,歌舞是其中的主要节目。”[8]因此，我们拟以乐舞歌唱为主线，梳理唐代娱乐文化的发展历程。
初唐时期，由于俗乐形式多样，富有情感活力，域外乐舞的不断传入，传统的雅乐舞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当时大规模的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廷，尽管唐王朝的经济实力强大，但在建国初期，由于社会初定，经济有待复苏，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采取了严格的坊市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长安城在布局上，采取了严格的左右均齐的布置方式……改变了过去都城内中央衙署散列在居民住宅区之间的情况”[9]，皇宫、坊和市,都分别用围墙封闭起来，据唐朝律令规定，市民晚上不能活动， 凡宫门、皇城门、郭城门以及各坊市之门，昏而关，晨而开，定时启闭，“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迄,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10]凡犯夜之人，“庶人杖以下决之，官吏杖以下兼送大理。”[11]这类规定对夜生活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约束。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灯之夕，才临时解除夜禁，允许市民出坊门观灯。严格的坊市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娱乐活动的发展，因此，民间娱乐只是继承前代的传统，小型的聚会及自娱自乐更为多见。在这些娱乐行为中，由燕乐入华所形成的民间俗乐与曲子辞互相配合，“主要流行于民间，用于促曲送酒。”[12]这些歌舞一般都是随性而生，没有定则，没有约束，但又是宴饮中劝酒的必需品，是唐代送酒歌舞中比较朴素的形式，随着这些酒令歌词的流传与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人熟悉燕乐与曲子。与此同时，头脑中充盈着建国之喜的唐统治者们不断举行大型宫廷宴饮，以庆功或奖赏功臣。当时稳定的税收为他们的挥霍提供了经济支持，“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13]宴饮中“纵酒设乐，群臣及诸岳牧竞来上寿起舞，日晏方止。”[13]自然少不了歌舞娱宾。而当时作词的文人极少,且多作于宫廷宴饮中，“长短句的歌词远远不能满足当时频繁的、大规模的宴饮中乐工歌妓配乐演唱的需要,于是他们就选取诗人的近体声诗入乐歌唱，即王灼所说：“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声诗合用之始辞，要以唐之近体为旨归”。[14] 在这些宴饮娱乐中歌诵最多的便是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宋翔凤《乐府余论》：“谓之诗余者，以调起于唐人绝句。”[15]可知，初唐时期，歌诗是极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歌唱内容由歌者自行决定，还未盛行为歌者著辞。“名诗配名曲确有双美之功效。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乐与辞的紧张矛盾 ,延迟了词之成熟期的早日到来 ,最终也导致了初盛唐词创作的缓慢。”[16]
盛唐时新乐得以进一步推广，初唐以来的歌曲饮宴之风，到唐玄宗以后，变本加厉。《旧唐书·穆宗纪》：“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诗赋，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至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17] “当时的音乐机构，除了原有的太常寺掌管的太常乐以外，又出现了教坊和梨园，甚至连府县都设有教坊。”[18]《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而民间音乐艺人则不可计数，音乐艺人数目之巨，是前代不能企及的，这与唐玄宗自身对于音乐的喜爱分不开。唐玄宗爱新乐，并令梨园弟子学习新乐，开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为借口，“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19]据《明皇杂录》[20]记载，玄宗也常自度曲，“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唐玄宗还创作了《谪仙怨》，文人争相为之撰词。因为其独特的地位，唐玄宗的个人喜好引起了众多文人的学习与追捧，一时间，歌舞表演成为宴饮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歌妓索要新词，词人填词应歌成为文人宴饮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地方官员在暇日燕集合迎来送往中，召官妓相待，歌舞侑酒，娱宾遣兴，聊佐清欢，则是唐代士大夫约定俗成的娱乐活动之一。此时，官僚士大夫蓄养私家妓乐之风气逐渐普遍，一些辞作也开始与教坊曲配合，用于各种妓筵上的送酒歌行。“这时的著辞曲调多是教坊曲，多用边地传入的胡部新声，其辞多采用近体诗律，在音乐上和文辞上，均表现出艺术化的倾向。”[21]
历经“安史之乱”的唐王朝，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经济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有所发展，人们希望复兴唐王朝。白居易、元稹提出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做”， 从这一观点出发，自然要求乐舞同样以儒教教义为基础，然而，“中兴”的愿望非常短暂，随着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政等混乱局面的出现，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已经不再，这在休闲娱乐文化的发展上就有显著的体现。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减弱，严格的夜禁制度也逐渐解除，坊墙的松动,夜市的兴起,商业性的娼妓活动开始普及，社会的礼制关系逐渐松弛，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发生转变[22]，“处处夜夜千灯，遍地高楼红袖的畸形繁华城市生活,更强烈刺激着那些官商士庶,诱使着他们纵情娱乐、疯狂消费”。[23]这种享乐化的文化消费风气随着唐代社会的日渐衰微而日益盛行,贞元以后统一集团和士大夫日益增长了竟事奢华的风气，李肇《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而游宴当中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听歌观舞，这也促使乐舞由功利主义的重政教向非功利主义的重娱乐方向转化。《旧唐书·穆宗纪》在概述唐代士林风俗的转变时指出：“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24]这种新的士林风俗，很快弥漫到了社会各阶层。可见不管是上层统治者还是底层人民，都逐步注重自身的享受。伴随“宴游崇侈”“风俗奢靡”的，则是专门服务于宴饮人员的“饮妓”或“酒妓”，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在安史之乱中，教坊歌妓流落民间，在一定程度了促使高水平的歌舞向全国各地的城市传播，加快了歌妓与音乐结合中的社会化进程。这些富有才华的教坊歌妓漂泊各地，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极大地丰富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教坊音乐与民间音乐逐渐走向融合，文人通过经常参加游乐宴饮，擅长歌舞的歌妓，给宴饮带来了浓烈的艺术氛围，通过这样的接触，文人的音乐素养自然也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于是更加乐意与歌妓交往。同时，随着官妓制度的普及，士大夫蓄养私伎之风更盛，《旧唐书·王翰传》“枥多名马，家有伎乐。”一些达观显贵蓄养的女乐更甚，“杨国忠子弟，恃妃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在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元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24]听歌看舞成为文人的日常生活，“官妓”、“府妓”“营妓”、“酒妓”、“饮妓”为名的各种商业性、半商业性的艺妓,活跃在城市的各种酒筵上。酒筵歌舞空前繁盛,无论大都会,还是小城市; 无论是宫廷、地方官府设宴, 还是文人、士大夫的家筵,歌舞都是其中的主要节目。“处处闻管弦,无非送酒声”(刘禹锡《路旁曲》), “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白居易《江楼宴别》)，在这些歌舞表演与歌词创作中，文人与歌妓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互相促进的知音关系。 
尽管国势已衰，晚唐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也不断走向萧条和凋敝,城市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奢侈消费之风盛行。随着宪宗被杀，“元和中兴”宣告结束，李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随之而来的是牛李党争、宦官专政，晚唐比中唐，一般文人的社会地位更趋低下卑微，处境更困厄艰难。唐代士人已无法寻到通过仕途走向人生的辉煌的道路，只好万分无奈又理所当然地脱离政局，穿梭于酒馆青楼中，醉心于狭邪之游，以诗酒自娱，互相酬唱，聊度余生。酒馆歌楼、妓院娼家，成为他们在政治上无可作为时的生活绿洲，城市中卖艺人和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享乐之风。如王建《夜看扬州市》所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以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记载了词人杜牧的生活状态:“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所至成欢,无不会意。”[25]杜牧的《遣怀》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心境：“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他们无路进取功名,大多遁入平康巷陌的朱楼画阁之中,沉醉声色,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与解脱。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体,则更成了宴席歌舞和秦楼楚馆中最合适的艺术形式,喝酒著词成为文人们的日常娱乐方式，晚唐的度辞之风，也因此走向繁荣。“天复三年，朱全忠归大梁，昭宗曾赐《杨柳枝》五首[26]，同年，朱全忠又进呈五首，可见此时的著词已成为他们的日常娱乐方式，甚至是沟通交流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城市娱乐文化由大规模的宫廷宴饮逐渐转变为民间的自由狭邪，由集体娱乐逐渐转变为个体娱乐，这一变化是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
二  都市娱乐文化下词的发展
在阐释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在唐代什么样的文体能称为词，这一点，王兆鹏、刘尊明先生在编撰《全唐五代词》时，对词的特征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描述：
(1)‘词’是一种流动变化的艺术形式，它经历了从综合艺术形态向纯粹文学形式的转变历程。
(2)‘词’在初期阶段即唐五代，原是多种歌辞体裁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当时主要称之为‘曲子’或‘曲子词’，与‘声诗’等其他歌辞形式相区别；宋词及以后的词，主要是在唐代‘曲子词’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词史’与‘词学’的整体系统。
(3)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形式，唐宋词主要是一种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这与宋以后的词在功能和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4)唐宋词与音乐曲调的配合主要是‘以调填词’或‘因声度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异于汉魏六朝乐府歌辞与宋以后词的创作方式。
(5)唐宋词所依“声”“调”，主要是指隋唐新兴音乐——燕乐曲调，是与雅乐相区别的以‘俗乐’为主流的娱乐性、艺术性音乐的总称。”

以上描述有几个关键点，一是词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与乐、歌、舞融为一体；二是其所以来的是新乐，而且与娱乐性密切关联。这恰恰符合都市流行歌体的特征。从词自身的演变来看，“词因为合乐而兴盛，又因为与音乐脱离、失去音乐的凭藉而蜕变，而逐渐丧失其独占乐坛的地位。词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始终受到音乐的制约和影响。”[27]这与词本身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关系，词是配乐歌唱的，音乐歌舞便是它的灵魂。刘尧民在《词与音乐》中曾说：“词完全是受音乐陶铸而成功的一种诗歌，所以够得上称为音乐文学”。词是在文学与音乐不断的磨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可是说音乐选择了词，词是为音乐而生。燕乐进入唐人的生活后，与当地音乐相结合，并发展出采用曲子形式的酒筵歌舞，行令劝酒成为风尚，从音乐上来说，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宫廷大型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随着词体的发展与成熟，逐渐的词脱离了音乐，成为纯文学作品了，词与音乐的分离是词迈向新起点的标志，它保证了艺术创作不同方法的独立存在，同时具有促进词与音乐独立发展的积极意义。
词之所以在中晚唐能走向兴盛,与乐舞歌唱的小型化、平民化、私人化有很大的关系。初盛唐时期的乐舞歌唱主要集中在宫廷，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的繁荣，促成了宫廷大型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盛唐时代，虽然歌舞伎乐很有规模，声势浩大，机构和乐人众多。但那种大型的歌舞一来需要财力的支撑，二来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演出通常要几日才能完成，因而只适合于太平盛世的宫廷生活，民间是无法效仿的。随着唐朝政治的衰败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严格的坊市制度开始松动，都市夜生活逐步繁荣，乐舞歌唱也相应的成为各个阶层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必需品，在很多文人的作品中，我们都看到了许多私家歌舞班子的名称。秦楼舞馆的繁荣给对仕途失望的文人提供了比拼才气、游戏人生的最佳场所，词作为当时的流行歌体,则更成了宴席歌舞和秦楼楚馆中最合适的艺术形式。统治者的推崇、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管理制度的变化、歌妓与文人的互动，这些都促使词终于走向独立，走向繁荣。
唐代都市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就是乐舞歌唱，“游宴生活的兴起，歌舞表演成为宴饮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正是这种娱乐方式给词提供了萌芽并不断生长的温床。初、盛唐时期乐舞歌唱较多的集中在宫廷，其中初唐文人词创作主要围绕中宗展开 ,盛唐文人词创作则以玄宗为中心。当时的统治者例如太宗、玄宗都没有在政策上反对新乐，《新唐书·音乐志》记载了太宗与御史大夫之间的一次谈话，太宗认为国家的兴衰并不是音乐导致的，他说：“夫声之所惑，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在，为公奏之，知必不悲。”[28]太宗认识到了乐与时代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注意到它与人之哀乐的关系，玄宗则更是喜好新乐，有时亲自教梨园弟子。尽管唐初新乐很受欢迎，但毕竟千年来流传的传统不是简单的几个人、几句唱词就可以颠覆的，在祭祀这类严肃的活动中，还是必需使用雅乐。况且，大型的宫廷音乐，其传播和流行的空间也很有限。直至中晚唐，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宪宗被杀后，元和中兴结束，词才逐渐摆脱功利主义，朝着娱乐的方向大步迈进。随着宴游崇侈的风俗在社会各阶层中盛行，词体也逐渐从中唐文人诗的遮蔽中脱胎而出，自成一体。中晚唐时期畸形繁华的城市生活,士人享乐思想的泛滥，强烈刺激着歌唱艺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歌唱艺术消费为文人词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加速了词体兴盛的进程。中晚唐的这种文化土壤和社会氛围,比之于初唐、盛唐时期更适合于词体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种都市文学,词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娱乐抒情，因此它比诗文更适合于满足士大夫文人所追求的世俗享乐生活的审美情趣,它在侑酒劝觞、娱宾遣兴方面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随着享乐化的文化消费风气日益盛行,听歌唱词之风也越来越兴盛,社会各阶层也需要听到更多更好更新的曲辞，对用以配乐歌唱的歌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就为文人词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不断地欣赏与创作词的过程中，文人们对词的创作兴致又日渐浓厚,这是文人词在中晚唐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唐时期的士人对社会上新起的娱乐方式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配合音乐曲调演唱的初始阶段，词就是这样被才子文人当作一种娱宾遣兴之具而引入文坛的。”[29]刘禹锡在《忆江南》二词的自注中也明确标示:“和乐天春词, 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这进一步表明,“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而当时词进入文人之手不久,填词者对流行音乐尚属适应阶段,难以创制配合较长音乐的歌词，因而当时的词多为小令，且多以作诗之法入词，“与文人词之源———民间词比较,中唐文人词倒是有民间词清新、明快、活泼的特征。”[30]尽管中唐文人词涉及了多种题材，但当时文人填词的主要动机是应付歌妓，因此当时的词显露出向绮丽柔婉的艺术风格靠近的创作趋向,对文人词成熟发展起到了重要过渡作用,整体而言,此期文人词尚未形成属于这个时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词的产生和繁衍，与妓乐有很大的关系，“初、盛唐文人的观妓诗写得很多,但从中唐以后起,出现了大量如送妓、赠妓、别妓、怀妓、伤妓、悼妓等深层交往的诗作……出现这种情况变化的背景是在安史之乱后歌妓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这就带动了文人与歌妓的深层次交往。”[ 31 ]初期文人填词的主要动机是付诸歌妓，聊以佐欢，“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同时还涉及了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32]这是吴熊和先生在其《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对词的解说。安史之乱后，教坊歌妓流落民间，带来了很多教坊歌曲，促进了词体的形成，据任二北《教坊记校订》，在三百四十三首教坊曲中，有七十九首演变成了唐五代词调。这无疑为词体的诞生，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天条件。随着歌妓制度的社会化，唐宋乐工歌妓也成了自具规模的一个社会阶层，其作用不仅在于推进和繁荣了音乐文化事业，同时又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营造了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有浪漫情调的娱乐生活，推动和繁荣了以俗乐为基础的音乐文艺，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歌妓因能演唱名家词而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名家词也因歌妓的传唱而声名远播，这是一种良好的互动，歌妓的身价与词人的词名，也在这种互动中，相互递增、相互扩大。作为传播媒介,她们在不同的位置,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艺术影响力,将文人们创作的新词不断地传播给不同阶层的受众,使越来越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了词,这加速了文人词的传播扩大了其影响。作为歌妓，既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词，也需要整理自己已经掌握的旧词，“可以随时随地的歌舞佐酒表演。于是，供歌妓演唱的歌本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词的选集与词人别集两种。”[33]，歌妓对于旧词的整理，孕育了歌本，促进了词学中选学的发展。歌妓对词的传唱，主要是为他人提供娱乐，而歌妓在选择唱词的过程，也会有所取舍。因为她们表演的地方多是瓦肆或者酒楼，听众的兴趣及知识构成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她们多选择艳情词来勾起人们的兴趣，并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作品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而词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在寻求理解和赞赏自己的读者，会有意识的创作艳情词来迎合大众的要求，这也就形成了晚唐时期词作的艳丽、婉媚的特色。
三  都市娱乐文化下传奇的演变

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不管其后来走向如何，在当时，必然与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密切关联，唐传奇也不例外。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4]认为传奇是文人作意好奇之作，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思考的结果。而对于唐传奇的创作意图，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行卷”“温卷”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献中找到例证。“顾世间则(传奇)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35]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则描述得更为详细，“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36]唐朝廷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士子们“行卷”、“温卷”之风促进了唐传奇创作的兴盛。唐朝文人通过自己的文章诗赋，以之为贽，奔波于主司和名宫巨卿之间，以此扩大声誉，谋求一第。
这些都是从传奇产生的外部条件进行考察的结果，行卷之风固然是促使士子们创作传奇的重要外部条件，然而很难证明哪一篇传奇作品真是士子“温卷”之作，哪一篇传奇真的对应举者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不能否认的是，“行卷之风”确实为唐传奇的产生创造了一种背景和环境条件，或者说提供了一种时代氛围，对唐传奇的创作者产生了影响。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另一些看似没有联系的现象和事实，与唐传奇的繁荣有着分不开的关系。那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和富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现；城镇居民日常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对文化消费日益高涨的需求。”[37]，中唐以后，唐代城市性质和功能有了很大变化。“沿街开店，坊内商贸，夜间交易，完全违背了城市设计的初衷，挑战着城市里坊格局的合理性。城市的商业气息冲击着旧有的制度。随着市民队伍的壮大，那些旧有的规定开始逐渐松动，“城”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开始松弛和裂变。”【38】 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变化，城市“市民”娱乐消费的“文艺市场”开始繁盛，由此产生的大量口头或书面的文艺作品因此成为反映广大民众思想观念，宣泄广大民众心理情绪的载体，成为广大民众的精神寄托。“历史条件下作者们不同的创作动机有很大关系。唐人传奇的兴盛主要是出于青年文人们在聚会游宴时遣兴抒情的需要。传奇创作一旦兴起，以投合文人们的趣味，往往流行甚广，逐渐由朋友间的娱乐助兴而更大程度地起到为作者延誉的作用。”[39]
唐代主要的娱乐形式有郊游、赏花、宴饮及其他的民间百戏，其中，参与人数最多、最频繁的便是宴饮集会。自古以来，文人们举行诗酒文会，唱和酬答，给人们流下了高雅而浪漫的印象。唐代文人集会活动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曼衍到地方，是文人的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文人集会与文学创作向来关系密切，它促使传奇产生。”“无论唐人传奇，还是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目的都是为了娱乐消遣，它体现不同文化水平人们的不同娱乐消遣方式。”[40]元人虞集《写韵轩记》说，“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41]对唐人传奇做了比较概括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传奇是文人之间藉以相互娱玩的创作，因而与词一样，它也是典型的都市文体。
讲述本人奇遇，以之为诗题与友朋唱和并由善叙事者撰成传奇文，这种风气直接带来了传奇创作的繁荣。在唐传奇篇末，常常有述及创作起因，多为友人聚谈，聚谈的主题则是奇闻轶事。这在文献和唐传奇本身就能找到很多记载。“如《任氏传》“浮颍蛇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庐江冯媪传》“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天水赵儧、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莺莺传》《李娃传》中均有类似记载，以上例证，表明不少传奇是文人聚谈时，征其话异的产物，而闻异事录而传之则几乎是所有传奇的共通点。这些“征其话异”的文人聚谈，虽没有后代的“说话”影响那般广泛，但为传奇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许多传奇都是文人们聚谈时产生的，通过对他人转述的内容不断加工而逐渐形成的。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42]，小说在唐以前，一直是以志怪志人为主要的内容，而传奇，汲取了六朝志怪文学的营养，为小说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它从志怪走向现实，记录爱情而更具文采。它依靠自己的独特，成为中国小说本干上“独秀的旁枝” [43]
唐传奇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作家作品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它总体面貌的绚丽多彩，千姿百态上，而这又是由城市娱乐文化所决定的。
斗鸡是唐代帝王极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在长安和一些大都市极为流行。“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44]因为帝王的喜好，百姓亦爱之成风。《冯燕传》记录了冯燕因善击毬斗鸡戏而得宠的过程。《东城老父传》则全文介绍贾昌因善斗鸡而受玄宗宠爱近四十年的经历。以上两篇是斗鸡这一娱乐活动在唐传奇中的反映。根据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反映唐人宴饮的就有《古镜记》《游仙窟》《任氏传》《柳氏传》《柳毅》《李娃传》《长恨歌传》《周秦行纪》等近二十篇。唐人娱乐为唐传奇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唐传奇的创作目的是娱玩，因此其内容也与娱乐有很大的关联。传奇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娱乐消遣的需要。而唐人的娱乐活动也为传奇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素材。文人宴饮、诗歌唱和、士子狎游，都是唐代文人喜好的娱乐活动，而这些娱乐行为在唐以前小说中少有记载，唐传奇中则数见不鲜。
准确地说，传奇所反映的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是——文人艳遇。以男人为主体的人仙之恋、人鬼之恋，以及男子与倡女的恋爱都是唐传奇刻画的对象，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男子与倡女的恋爱。这与唐人喜好狎游的娱乐行为密切相关。
中唐以来，由于社会动乱不安，科举入仕已不再是文人们出人头地的出路，安于享乐，贪求情欲的世俗想法盘旋在文人的心中。城市的发展，坊市的划定，蓄养私伎蔚然成风，而出入红楼，狎狭相游更是文人们的群体娱乐行为。唐代文人进士阶层在正式婚姻之外恋爱关系的发展，为此提供条件的则是商业性娼妓的存在以及男女礼防相对松弛的状态” [12]是唐传奇存在的基本条件。正是这些没有道德羁绊，不被管制的娱乐行为为文人们提供了宣泄渠道，艳遇也成为了文人的首要聚谈主题。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娱乐领域中，文人的思想如同草原上的奔马，肆意奔跑，文人的恋爱故事，也成了唐传奇中真正重要、足以激发创作热情的题材。
“中晚唐以来，官妓制度进一步普及，士大夫蓄养私伎风气更盛，这些都为诗人的歌诗创作提供了更大的方便。”[45]歌诗唱和作为唐人宴饮中的重要娱乐活动，在《游仙窟》《周秦行纪》《湘中怨解》等篇中都有详细地描写，而诗歌赠答则几乎每一篇传奇中都有涉及。《柳氏传》中“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通过诗歌赠答，细腻地刻划了韩翊小心翼翼地欲了解柳氏如今的心态，以及柳氏因自毁容颜，欲迎却拒的心理。《游仙窟》则基本上是用骈体文写就的，通篇描写十分细腻繁复，穿插了大量的诗歌。歌诗唱和为唐传奇增添了许多的艺术特色，也成就了唐传奇的辉煌。“像《游仙窟》这样大量地用诗唱和，恐怕还是模仿民间对歌的习俗。”[46]程毅中还指出，诗歌“互相赠答，是唐代传奇里才盛行起来的。”认为唐传奇是最初对唐人的歌诗赠答的娱乐行为进行记录的文体。
唐人的娱乐活动不仅影响了唐传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唐传奇带来了许多的观众。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唐传奇，仅限于上层社会的文人士子，范围不广。而文人聚谈和“说话”，则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使传奇故事在市民中流传越来越广泛。当然，在唐代，“说话”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字稳定下来。
唐代城市已有职业艺人表演的说话：“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皆通人间小说。”[47]据大历时人郭湜所撰《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在宫中每日与高力士一起“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48]听人说书成了玄宗消磨时日的重要手段。段成式于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49] “斋筵听说话” [50]说话在唐代不是专有名词，一般朋友间讲故事也称说话，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知，唐代民间说话常在斋筵及生日筵席上表演。孙棨《北里志序》云：“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51]可见当时的妓女于歌唱之外也会“说话”，传奇也经常充当说话的内容，特别是在宴饮之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尤未毕词也。”“一枝花话”是白行简的《李娃传》所记录的故事，这也是可考的较为确切的唐人以传奇为“说话”内容的资料。不过，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唐代说话的真实面貌，如今只能靠这些零星的记载进行推测。
“唐传奇产生在文人圈子之内，只供文人同好聊作谈资或案头阅读，其发生和消亡收到文人自身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较严格的限定。”[52]唐传奇的作者大多是文人士大夫，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学者甚至将传奇描述为“进士文学”，因为它属于独特的娱乐群体。随着国家的日益衰落，进士制“洎乎近代；厥道寝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 [53]不再寻求出仕，耽于世俗享乐的士子们逐渐丧失了创作的欲望。政局之动荡、前途之绝望也使文人们失却了遣兴娱乐的闲情逸志。这样，传奇创作就丧失了它原来因以兴起和发展的外界刺激和客观条件，其创作动机就必然转换到新的方面。
唐传奇的创作目的归根结蒂主要还是供文人们在游宴时作谈助。这就使它所表现的生活面受到相当大的束缚。除却艳遇、奇闻，似乎再也没有可以拓展的题材了。除外界条件的变化与创作动机的改变之外，唐传奇本身的局限也限制了传奇创作的继续发展。唐传奇由产生伊始就已形成的以“奇”为归的旨趣，使它忽略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看来平凡普通的活生生的素材，这就使本来已相当狭窄的表现范围更形局促。 “在极度混乱动荡的末世，人们对侠义和清官的期待取代了他们对爱情的憧憬。”[54]爱情不再是唐传奇的主题，《虬髯客传》、《上清传》《红线》等一系列反映侠义的作品逐渐成为传奇的主流，至此，唐传奇如同无了源头活水的溪流，逐渐式微。
纸质化的传奇只是文人间互相娱玩的作品，出仕无望的士子们不再津津乐道于奇闻轶事。在“安史之乱”的硝烟笼罩下，原来聚集在京城的优伶流落到全国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歌舞艺术的普及。曾经文人们无法触及的“梨园弟子”出现在生活的周围，高水平的歌舞技艺走出宫闱，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唐传奇长篇大论的叙事结构逐渐不适应于注重乐舞歌唱的娱乐活动。文人们在感受这些艺术的同时，逐渐改变文学创作的风格，并不断地想要创作与之相近的更易于表演的文体。唐传奇的创作主体皆为男子，也都是从男性视角进行叙事，唐传奇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都只是男人心目中所想要的、理想的女性形象，当唐传奇还活跃在文人圈子时，这些只是它的特征，而当它踏入尘世，成为女性表演的对象，这些就成为了它的缺陷。
失却了创作源泉又难于传播的唐传奇步入了困境，书面形态的唐传奇至此走入了生命的死胡同，借以其它的艺术形式蝶变而获得新生。
唐传奇与歌行体的互动是其曾收获众多关注的原因之一，这与城市乐舞歌唱形式的变化也休戚相关。贞元末、元和初，唐人传奇中“传”类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归因于元稹、白行简、陈鸿、自居易、李绅等后来文名藉藉、声望煊赫的青年文人互相配合为同一题材创作相辅而行的传奇和叙事歌行。元稹的《莺莺传》有《莺莺歌》，白行简的《李娃传》有《李娃行》，陈鸿的《长恨歌传》有《长恨歌》，这样的书面与表演相结合的唐传奇形态使传奇一时达到生命的巅峰。
也正是因为传奇体与歌行的相互影响，书面文学与说唱艺术高度互动，使得传奇逐渐具有曲艺化的倾向，娱乐的主体也有文人士子向倡女优伶转变。唐传奇逐渐被敷演成大曲、鼓子词，在庙堂宴饮中演出。《任氏传》敷衍出《郑六遇狐妖》大曲，《长恨歌传》《冯燕传》被改为大曲体制。随着市井文艺的高度发达，那些本来就带有市井文艺特质的传奇体再次被吸引过去，与说唱艺术合流，而发生曲艺化的倾向。说唱戏曲的强大引力，甚至使人感到唐传奇的面貌已从文本形态向表演形态倾斜了。《离魂记》、《柳毅》、《南柯太守传》、《李娃传》、《莺莺传》《王维》《王之涣》《昆仑奴》《霍小玉传》《谢小娥传》等十余篇唐传奇被后人改编为戏剧而世代流传。
尽管书面的唐传奇在辉煌后瞬间陨落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品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后人的生活中。在书面文本形态之外，唐传奇以说、唱、演的形式拓殖于民间，与民间文化互动。说、唱、演的过程又不断丰富着传奇，促进传奇书面文本的改进与完善，又不断滋生新的传奇，并进而影响着敷衍传奇的说、唱、演节目，如此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说唱、戏曲的演出与接受，在唐传奇的外围构成了五光十色的文化生态圈，这些都可以视为唐传奇的研究外延。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文艺的生产方式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市民文学，它与城市娱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双向关系，唐五代词的发展如此，唐传奇的演变也是如此，它们的演变发展都与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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